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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农村消费结构变动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1991—2016 年农村居民调查数据的分析 

冯元元 丁建军 王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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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 商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基于湖南省 1991—2016 年农村居民调查数据,构建消费结构变动度测量模型,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动

度进行度量。利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分析影响湖南农村消费结构变动的因素,结果表明:(1)1991—2016 年湖南省农

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逐年增加,消费结构逐渐升级优化。(2)综合五个时期对湖南省消费结构变动贡献度从小到大

排名依次为:食品>教育文化娱乐>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衣着>居住。(3)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因素中,

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产业发展、合作医疗的参加率、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数量都对消费结构变

动产生了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为优化湖南农村消费结构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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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结构呈现出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的失衡形势,必须从“两高一低”的格局

中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1]。我国先后提出了“拉动内需作为经济发展战略”、“鼓励城乡间区域发展联动的重要性”和“乡村

振兴战略”,因此农村消费结构的合理化不但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而且也将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2]。近年来湖南省农村经济在

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农村消费市场和居民消费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消费结构的构成比例仍然不合理。推动

消费结构合理化发展,首先就需要对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然后有的放矢地提出优化对策。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术界对农村消费结构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2010 年前,主要研究角度为农村消费结构现状[3-6]、

问题[7-12]等;2010年后,多集中于农村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种类较多,主要有流通设施、产业结构、消费成

本、城市化水平等。例如,吴学品利用实证方法研究了流通设施和市场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存型消费

不受影响,但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受到很大影响[13];李自琼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证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农业产业结构具

有互动效应,产业升级对消费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14];孙连铮认为较低的农村消费成本是促进农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15];

吴丽丽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证明了城市化对农村消费结构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医疗保健、文教娱乐受影响程度最高,而食品消

费受影响程度最低
[16]

。虽然理论界对农村消费结构研究的成果较多,但研究范围多为全国范围,缺乏对具体省份的研究。湖南省

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农村人口众多,选择湖南省为研究对象不但对加快湖南经济发展、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而且对我国其他农业大省农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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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湖南地处我国中南部,包括 13 个地级市、1 个自治州,共 122 个县(市、区)。2016 年末,湖南省常住人口为 6822.0 万人,城

镇化率为 52.75%。湖南农村消费结构的研究数据来源于 1991—2017 年《湖南调查年鉴》的八大类消费数据,湖南农村居民消费

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以湖南含有农村居民的 101 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2012—2017 年《湖南调查年鉴》中的住

户调查数据和《湖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各县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 

2.2 研究方法 

消费结构变动度量:消费结构是指居民生活消费中八大类消费品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关系,对农村消费结构变动

通常采用消费结构变动度指标进行测度[17]。消费结构变动度是综合居民八大类消费变动的绝对值,计算公式为: 

 

式中,xi1、xi0分别为期末消费、期初消费占总消费的百分比。 

偏最小二乘法:偏最小二乘回归(Parti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PLSR)是利用最小方差寻找最佳函数的多元回归统计

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可克服自变量多重共线性进行回归建模;(2)允许样本容量少;(3)综合多种分析方法的优点,使分析结果

更加准确。偏最小二乘法(PLS)是 1983 年由伍德和阿坝诺共同提出的。经典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若解释变量 X={x1,x2…xq}和被

解释变量 Y={y1,y2…yq}的数据能总体满足高斯—马尔科夫定理时,则有 Y=(XT,X)-1,^Y是 Y 的线性最小方差无偏估计量。PLS 分析

提出了凸现成分提取功能的方法,克服了多重共线的问题。若观测 n 个样本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矩阵就变成了

X={x1,x2…xp}n×p和Y={y1,y2…yq}n×q。PLS 分别在 X、Y中提取出成分 t1、u1(t1、u1应尽可能保留格子数据中的变异信息,相关度达

到最大)进行回归,算法循环计算,直到达到方程满意的精度,SIMCA-P 数据分析软件支持偏最小二乘法的计算和结果解释[18]。 

3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1991—2016 年湖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持续下降,成为消费结构变动的主要贡献指标。

1991—1995年湖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9.22%,高出全国农村消费变动值(9.04%)的 0.18%,年均结构变动度为 1.84%[2,19]。

该时期的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对消费结构变动度贡献最大,该结果与这一时期我国农村消费变动度和贡献度具有

一致性,但食品消费支出指标的贡献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食品消费占比下降,说明湖南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生活水平上

升,消费结构在优化升级。1995—2000 年湖南农村消费结构变动值为 13.70%,比前一时期结构变动度上升了 4.48%,远高于全国水

平。而这一时期湖南农村消费结构的指标贡献度发生了较大变化,食品消费支出对消费结构变动度的影响仍居第一位,交通和通

信对消费结构变动度的影响由上一时期的 9.59%上升到 21.05%,跃居第二位,贡献度大幅度上升。这一时期湖南农村消费结构贡

献度与全国存在差异的指标是居住消费支出,其贡献度为 1.99%,比上一时期上升了 1.965%,但总体占比仍较小,说明第二轮建房

热对湖南农村居民影响较小。2010—2015 年湖南农村消费结构变动度下降到 8.69%,比前一个时期降低了5.01%,年均结构变动度

下降了 1.01%。这一时期影响湖南农村消费结构变动度指标中贡献度排前三名的分别为交通和通信、居住、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由上一阶段的 2.105%上升到 3.216%,成为影响消费结构变动因素的首要因素。居住消费支出贡献度上升到

第二位,是湖南农村居民对“第二轮造房热”的滞后反应。2010—2016 年湖南农村消费结构变动度是五个时期中最高的,达到

24.85%,年均结构变动度为 4.34%,对消费结构变动贡献度较大的是食品、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其中,食品消费支出

贡献度幅度较大,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影响力持续排名前三,成为促进结构变动的持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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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时期的指标平均贡献度排前三位的有食品、教育文化娱乐、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食品消费支出占比逐年下降,而且对

消费结构变动贡献度一直处于较高的状态,从恩格尔系数角度说明近年来湖南农村减贫效果良好。虽然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

出的比例依然较高,但与收入水平低时食品消费支出主要为低价粮食的消费,不同的是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上

升,食品消费转变为副食品和多样化有营养食品,表明食品消费支出占比在逐年下降的同时内部结构却在优化升级。教育文化娱

乐消费支出贡献排名第二,贡献度较大的是 1991—1995 年、2005—2010 年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文教娱乐的消费支出占比逐年

增加,这一时期的文教娱乐支出主要是花费在孩子的教育上,这也体现出湖南农村居民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后一时期的文教娱乐

消费占比逐年减少,该时期正逢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减轻了孩子的教育费用。交通和通信消费的贡献率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

加和政府给予的摩托车、汽车下乡补贴政策,促使农村居民购买新的交通工具和通信设备,所以这部分消费比重逐年增加,贡献率

也一直处于较高的稳定状态。医疗保健的贡献度不大,但消费占比却逐年增加。居住消费支出对消费结构变动贡献度较低,但消

费占比仍然很高。湖南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构成比例不合理,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仍较高。因此,未来湖南农村消费结构优化的

重点在于进一步增加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促使消费结构更加合理。 

4 农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因素分析 

4.1 影响因素选择 

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人们的消费观念等[20],本文在选取指标时综合

考虑了维度的全面性和指标的代表性、科学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以上因素,参考相关文献,本文选取包括收入

水平、行政县特征、医疗保险、产业发展、生活条件、消费支出等六个维度和工资性收入(INCOME1)等 15 个指标。 

对选取的指标说明如下:(1)生活条件维度。由于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网购”成为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电话使用量

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智能手机的使用与互联网的使用作用一致,是“网购”的主要渠道。(2)收入水平维度。选取的指标是

包括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性、经营、财产、转移等四个方面。(3)产业发展方面。选取衡量产业发展的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不

但可直接反应经济绩效,而且可反映消费风向。(4)医疗保险维度。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受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较大,其中医疗保障

影响极大,医疗床位数量可反映医疗环境,农村医疗保险参加率是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选取这两个指标可反映农村居民的医疗

保障状况。(5)行政县特征维度。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数量可反映县(区)的整体发展情况。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共选择 15 个指

标作为解释变量;选取各维度对消费结构影响度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其次是 PLSR 的计算特点,可不用考虑选取变量存在共线性问

题。 

4.2 影响效应识别 

在消费结构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中,解释变量利用文中选取的 15个指标做解释变量,消费结构变动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

将 15个解释变量导入SIMCA-P 软件中,建立模型并进行评估。前两个主成分的散点图见图 1。从图 1可见,不存在特异点,模型较

良好,因此不必调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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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1—2016 年数据的t[1]/t[2]成分椭圆图 

经调试,提取的 4 个有效成分累计交叉性达到 0.8674,4 个主成分对消费结构变动度的累计解释能力为 0.9432。模型的拟合

度显著提高。 

4.3 影响效应分析 

消费结构变动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综合了居民八大类消费的变动情况,数值越大,说明消费结构变动越大。因此,回归得到的解

释变量系数为正,则表明该因素产生正向影响,且值越大表示正向影响力越大。如果回归得到的解释变量系数为负值,则表明产生

负向促进作用,且值越大,表示负向影响力越大。 

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 PLS 的分析结果来看,收入对农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收入增加会促进消费增

加。随着收入的变化,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也会随之改变。城镇化率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力度排名第二,城镇化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

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居民收入,改善了农村生活条件,营造了良好的消费环境,都会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第二为医疗环境,

医疗费用负担重一直是困扰农村居民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出台,为农村居民减轻了经济负担。产业发展不但会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而且会引导消费的方向。互联网和电话的使用,有利于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从而影响和带动消费支出。 

各维度因素对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1)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促进消费结构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村

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务工、乡村教师和村干部等的工资,这部分工资性收入属于固定性收入。根据居民消费的前瞻性,固

定性收入增加是引起消费的重要动力。经营性收入是指农村居民从事经营活动获得的收入,他们的消费支出与当前收入相关,这

部分收入一般会刺激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支出,所以随着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会对消费结构产生较大的正向影响;财产性收

入是国家和地方对农村的政策倾斜,虽然会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但对湖南农村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转移收入是

指贫困家庭从社会捐赠和社会救济中获得的收入,这部分收入一般作用于不能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家庭,对湖南农村消费结构变

动影响不显著。(2)行政性特征维度。所选取的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数量两个指标都对消费结构变动产生正向作用。农村人口数

量减少为负值,所以得到的回归结果也是负值,但影响力却为正向,人口数量减少与城镇化率的提高存在必然的联系。城镇化率促

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且这种影响力是长期的。另一方面,湖南农村消费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会反过来

作用于城镇化,两者相互影响,且作用力都为正向。农村人口数量会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而减少,人口减少会降低农村消费总量,

从而反作用于农村消费结构的变动。(3)医疗保险维度。实证结果表明,医疗床位数量对消费结构作用不显著,但合作医疗的参加

率对消费结构变动度产生了正向影响。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完善农村医疗体系建设,医疗环境在不断改善,为农村居民提供了较

好的医疗保障,但医疗费用的支出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一方面降低了湖南农村居民的医疗

自付比例,减轻了大病的医疗负担,减少了农村居民家庭支出,因此非医疗支出增加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另一方面合

作医疗为湖南农村居民提供了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对未来的风险预期和未来的风险预防性储备,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了间

接影响。(4)产业发展维度。产业发展对消费结构存在重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二、三产业对湖南农村消费结构变动有

促进作用,说明产业升级是农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动力。农业产业发展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促进消费。第三产业发展

对湖南农村消费结构有正向影响,说明湖南农村居民的消费开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发展,这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表现。社会消

费品对湖南农村消费结构的变动呈正向作用,社会消费品代表消费的方向和消费趋势,总体的消费方向和消费趋势会对湖南农村

居民消费习惯产生影响。(5)生活条件维度。电话使用量与互联网使用量均对湖南农村的消费结构变动产生正面影响。随着电子

商务的快速发展,在影响人们购物方式的同时也影响了居民的消费结构。近年来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网

购”成为现阶段居民的主要消费方式,农村居民也不例外。电话使用量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使用,其中移动电话的作用在

“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下的作用等于或大于互联网的作用。近年来,湖南多地大力发展互联网,如常德借助互联网推传统产业

创新发展,“互联网+”成为衡阳现代农业创新发展驱动力,所以电话使用量与互联网的使用对湖南农村消费结构产生了重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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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对策 

本文利用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了 1991—2016 年湖南农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把 1991—2016 年分为五个时期进行对比分析。

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分析湖南农村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1)1991—2016 年,湖南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五个时期的消费结构变动度逐年增加,消费结构逐步优化。(2)湖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构成仍不合理,虽然生存型消费在逐年减少,

但所占比例仍较大,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支出占相对较小。(3)湖南农村消费结构的优化重点在于进一步增加发展型和享受型

消费支出,其中重点增加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支出。(4)在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因素中,工资性收入、经

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三个产业、医疗合作医疗的参加率、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数量都对消费结构变动产生了正向影响,促进

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优化湖南农村消费结构,是积极响应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马斯洛需求理论表明,只有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对

更高一层的需求产生欲望。即只有可支配收入增加后,消费结构才会优化升级。从居民收入角度来说,收入单一是农村居民收入

较低的直接原因,优化湖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首先应增加居民收入,进一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多元化,重点提高湖南农村居民

的工资性水平,为当地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出打工的农村居民回家创业和就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层面,要发展

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可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当地经济;医疗保险层面,继续加强湖南农村居民的医疗环境建设,改善农村居民医

疗环境,继续推进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加大报销力度,减少农村居民的负担。此外,推进农村养老保险,使湖南农村居民无后顾

之忧,减少养老储蓄,可进一步刺激消费;基础设施层面,进一步普及互联网的使用和移动电话的使用,大力推广电子商务。此外,

还需要加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农村消费市场,使农村消费品价格与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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